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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日本的中国观与“共同体”理论

祁建民

内容提要 “共同体”理论是战前日本中国观的核心部分。自 20 世纪 30 年代这个

理论传入日本之后便成为当时日本认识、研究中国问题最风行的理论。但是，受军国主义

政策的影响，“共同体”理论在日本却演化成“中国社会停滞论”。这个观点不但从理论上

支持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厌恶、蔑视感情，更重要的是其作为日本发

动侵略战争的理论依据之一，得到军国主义分子的拥护和宣扬。时至今日，在日本的中国

认识深层次里依然还存在着这种根深蒂固的“停滞论”和“专制论”观念。
关键词 战前日本 中国观 “共同体”理论 日本侵华战争

在战前日本，由“共同体”理论而演变出来的“中国社会停滞论”严重助长了其蔑视亚洲各国、
主张侵略有理的观念。较之于“皇国史观”赤裸裸地宣扬皇国至上、侵略有理的手法，“中国社会停

滞论”则披着一层“学术性”外衣，有理论有“根据”地主张对外扩张是合理的、必要的。至今日本仍

有一些人有意无意地支持或继承了这种观念，为过去所发动的侵略战争辩护，依然对中国持有

偏见。
当然，在战前的一个时期，虽然“共同体”理论和“中国社会停滞论”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工具，

不过有些关于“共同体”问题的研究也并不都是直接为侵略战争辩护的，仍然属于学术性的探讨，

这也正是清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所在。本文主要是对战前日本“共同体”理论的引入和演变状况

进行初步总结，重点分析由“共同体”理论所演化出来的“中国社会停滞论”是如何形成并支持其发

动侵略战争的。

一、“共同体”理论与“中国社会停滞论”的形成

“共同体”理论最初源于欧洲。早在古希腊时期，经过希腊波斯战争，古希腊人就形成了希腊

是自由民按照自己制定的法律而管理的国家，而亚细亚( 当时是指波斯，其后欧洲人所指的亚细亚

范围扩展到东亚地区) 则是由来自神权的君主与其所隶属的奴隶一样的臣民所构成的世界。这就

是在欧洲人心理上长期存在的欧洲是“自由”世界，亚洲是“奴隶”社会的传统观念。① 到了 18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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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的西欧，当时的思想家们基于欧洲绝对王权主义盛行的社会现实，为了打破对市民社会的束缚，

便借助对“野蛮的亚细亚专制主义”进行严厉批判来宣扬近代市民社会的理念。他们为了说明亚

细亚的专制和落后，便从土地公有这一经济基础上进行分析，认为亚洲社会的特征是土地属于专制

国家所有，没有独立的市民阶层存在，因而无法限制王权的专制统治，所以社会发展停滞。孟德斯

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从政治体制上论证了东方“停滞”的原因，他认为由于亚细亚( 这时欧洲提到

的亚细亚主要指中国和印度) 自古就是专制政体，是以人的隶属关系为基础的，因而其文化就没有

进步。他还从自然气候上解释为什么欧洲会与亚洲不同。① 黑格尔则认为由于东方世界皇帝专

权，没有对立面，因而不会进化。② 亚当·斯密从其近代经济学理论出发，在与欧洲比较中论证了

中国经济的停滞性，认为 18 世纪的中国社会与 500 年前马可·波罗所描述的情况没有什么变

化。③ 显然，这些都是从自己的主观臆断出发来评价和描绘亚洲社会的。到了 19 世纪后期，西方

又把“亚细亚专制主义”的社会基础看作是家长制的共同体。④ 20 世纪初，马克斯·韦伯也把中国

社会看作是不同于西欧历史发展原理的另一种社会。⑤

但是，对于当时东方社会的具体结构，不论是亚当·斯密，还是黑格尔等人，都仅仅是依据东方

古典文献和一些欧洲传教士带回的资料，停留在抽象的一般论述上。特别是他们往往从欧洲中心

主义出发，在对亚洲的认识上带有偏见。从社会形态演进的角度客观研究亚洲社会历史的始于卡

尔·马克思。马克思在欧洲 1848 年革命失败以后，流亡到伦敦，他利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英国在

印度为推行殖民统治所调查、整理出的资料对印度社会进行了详细研究。
马克思认为当时的亚洲处于原始共同体的最终阶段即“农耕共同体”阶段，土地归共同体所

有，而这种原始共同体是各个民族历史上都存在过的，由于亚细亚社会共同体没有彻底解体，所以

其上层建筑就是专制国家政体。⑥ 马克思并不是从欧洲的偏见出发，而是要从所有制和共同体这

种经济社会结构来分析人类历史的普遍发展规律。不过，这时的马克思对于东方社会的认识也受

到文献资料的局限，还只能是一种假说。马克思晚年曾准备系统研究东方社会，可惜天不假时。
后来的西方学者根据新得到的有关印度的详细资料，对于共同体的看法发生了变化。1923

年，马克斯·韦伯就认为以前欧洲人所说的亚洲原始农业共同体不过是阶级社会中的一种租税负

担性的连带组织。⑦ 20 世纪 80 年代又有日本学者根据对印度历史的深入研究，详细分析了当时英

国殖民当局的调查资料，对于西方学界有关亚细亚社会共同体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整理，明确指

出当时所认为的那种共同体只不过是殖民地当局为了保证向印度农民榨取沉重的税收而实行的一

种征税连带责任制度，与所谓的原始共同体没有任何关系。⑧

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本来是从人类根本解放的角度，在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进行探讨时所

提出的一种假说。但是，这一假说却在后来被人们或是出于教条主义的解释，或是出于自身的价值

判断而不断地加以推测、发挥或任意利用、曲解。特别是在战前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共同体”
理论被引入后则演变成支持对外扩张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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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形成始于 1922 年，以佐野学的著述活动为标志。①

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日本历史学界，当时最受推崇的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共同体”理论。按

照这个理论研究中国和亚洲一时成为显学，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本原因是由当时的国际背景

和日本的自身条件所造成的。
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当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失败之后，围绕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在国际

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曾引起激烈争论。这与苏联发生的斯大林同托洛茨基之间围绕中国革命性质和

任务问题上展开的争斗有直接关系。1931 年，在苏联的列宁格勒，由“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和“马

克思主义东方学者会议”主办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学术讨论会。当这个会议的综述介绍到日

本之后，立刻引起了日本学界的大讨论。② 列宁格勒会议的速记录由苏维埃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者

协会出版后不久，1933 年其日文版便在日本刊行。③“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共同体”理论立即成为

处在亚洲、对中国研究有着深厚积累的日本学界，用以分析、认识中国社会历史的最新锐的理论工

具。④ 虽然后来斯大林发表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五种社会形态作为人类历史的普遍

发展规律，并没有再提及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但对此日本学界却没有什么大的响应，执着地以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历史。
1932 年 5 月，以渡部义通、西雅雄、早川二郎为中心创办了《历史科学》杂志，其口号是“开拓无

产阶级历史学，建设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该刊陆续刊载了许多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文

章，成为当时讨论这一学术热点的主阵地。格科夫斯基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马克思恩

格斯观点的发展》、魏特夫的《黑格尔的中国论》、高戴斯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总结》等在

该刊陆续翻译发表。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著作陆续出版后不久也都很快传到日本。例如，

1939 年，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大纲》德文版刊行; 1940 年，其《资本主义以前各种社会形态》俄文

版刊行; 1941 年，他的《古代社会笔记》出版。这些著作都很快传到日本，为学者们熟读。⑤ 这就更

加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便利了当时的研究和讨论。
但是，当时日本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共同体”理论研究所主要依据的其实并不是马克思的

著作本身，而是马扎尔和魏特夫的有关理论。例如，受马扎尔关于中国社会是从“亚细亚生产方

式”向资本主义过渡观点的影响，橘朴和中江丑吉都认为马克思的亚细亚社会论完全适用于中国

社会，他们很快就运用这种观点进行了研究。⑥《满铁调查月报》14 卷 2、3 号曾刊登了马扎尔关于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所谓权威定义，这就是 1. 人工灌溉是农业的主要条件，2. 国家是最高的土地

所有者，3. 其国家形态是东洋专制主义等。这种看法对日本学界具有指导性意义。
魏特夫及其“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在当时日本最受追捧。魏特夫每有著作出版，几乎很快就

被翻译成日文出版。特别是魏特夫的《解体过程中的中国经济和社会》一书被平野义太郎等翻译

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该书企图进一步充实马克思的亚洲社会理论，提出由于大规模治水工

程的需要产生了亚洲的专制国家政府，这标志着魏特夫式亚洲观的形成。其后魏特夫又在《东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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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理论》①中认为亚洲社会就是一种停滞的社会，这对以后日本的中国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魏特夫被纳粹德国政府驱逐后，于 1935 年来到日本，他与日本史学家和田清、石田干之助、清水

泰次、仁井田升、牧野巽等人交流过井田制，以及中日儒学的差异等问题。不久，魏特夫在中国进行

调查研究后所发表的新成果也在日本翻译出版。② 可以说，魏特夫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在日

本有着极大的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1935 年魏特夫访问日本时，通过对日本农村的“考察”后提出，日本与欧洲各国

相似，虽然落后畸形，但从 18 世纪末具备了开始向产业资本主义进化的各种条件。这种观点深为

平野义太郎所赞同并大加介绍。③ 由此，便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论调，这就是“亚细亚停滞社会”
不包括日本，日本是一个特例，所谓“停滞社会”专门是指中国、印度和东南亚诸民族。此后，日本

许多学者认同并发挥了这种观点。由此便不难理解魏特夫的这一观点之所以受到追捧，就是因为

这个观点与近代日本的“脱亚入欧”理念十分巧合。已经“文明化”的日本，对于亚洲其他国家带有

一种强烈的厌恶和蔑视感情，亚洲社会“停滞论”恰恰又为这种感情带来了理论上的注解。
在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初创时期，运用“共同体”理论研究亚洲社会，最著名的当推羽仁

五郎和服部之总。羽仁在 1932 年发表了著名的论文《东方资本主义的形成》。④ 羽仁认为，印度、
中国和日本的奴隶制与农奴制同欧洲古代的奴隶制和中世纪的欧洲农奴制有着根本的不同，带有

“亚细亚特殊性”，具有这种“亚细亚特殊性”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由于这

种生产方式的存在，阻止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这样就陷入了“停滞的社会”。造成这种状况的

原因是在亚洲从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转变时，由于阶级斗争和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很不彻底，旧的

残余顽强存在，影响了社会的发展。羽仁又说，日本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与中国、印度同样属于具有

“亚细亚特殊性”的社会，但是，在幕末时期出现了资产阶级发展的萌芽和向绝对王政转换的因素。
这就是说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与印度、中国不同。至于具体为何不同，羽仁没有进一步说明。此后，

服部之总通过对幕末日本手工业的实证分析，认为日本在天保年间( 1830—1844 年) 已经进入马克

思所说的手工生产阶段，而中国是在甲午战争之前才进入这一阶段的。从历史发展阶段来说，服部

认为日本落后于西方，但是又比中国和印度发达。⑤

这期间运用“共同体”理论，针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不少。如，森谷克己在其论文《中国经济

社会史诸问题》中认为，秦朝实行的什伍制是将原有的自然村落组织改变为专制国家的基础; 郡县

制是由国家直接统治生产者，因而秦朝是专制的封建官僚主义社会。⑥ 佐野袈裟美在《中国历史读

本》⑦中，认为从西周到春秋时代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时代，其后进入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秋

泽修二在《中国社会结构》⑧中提出，汉唐时代农奴制与奴隶制并存，王朝反复交替，社会结构分化

发展缓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亚细亚停滞性的特征，所以阻止中国社会发展的原因就是共同体关系

的延续和存在。不过，横川二郎在《中国的农村共同体及其遗存》⑨中，批判了魏特夫的“水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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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野袈裟美『支那歴史読本』、白揚社、1937 年。
秋沢修二『支那社会構成』、白揚社、1939 年。
横川二郎「支那における農村共同体とその遺制について」、『経済評論』2 巻 7 号、19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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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大规模水利工程只是强化专制权力的次要原因，其主要原因还是“孤立的小宇宙式的共同

体”。① 平田良卫则从“共同体”理论的角度，分析中国革命。②

1936 年后，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日益盛行，特别是在《思想犯保护观察法》公布之后，加强了思想

控制。平野义太郎、山田盛太郎等讲座派③学者受到监控。1936 年 12 月，《历史科学》被迫停刊。
1938 年 2 月，以大内兵卫、美浓部亮吉等人为代表的劳农派④也遭到镇压，由此关于“亚细亚生产方

式”的讨论阵地便从日本国内转移到设在中国东北的满铁调查部这样的海外殖民地研究机构，其

研究成果开始主要在《满铁调查月报》和《满洲评论》上发表。
这一时期虽有人对魏特夫的“中国社会停滞论”提出怀疑，但绝大多数学者还是支持的。例

如，大上末广在《旧满洲的土地形态和地租形态》⑤一文中，批判了“亚细亚社会停滞论”的观点，认

为富农属于近代市民性质的土地所有者，中国农业正在向资本主义发展。清水盛光的《旧中国专

制权力的基础》⑥，虽然也批判了魏特夫的“水理论”，但他又接受了迪尔凯姆等的“环节社会”理

论，认为中国社会是以村落自治体为单位的“环节社会”，个人被村落共同生活所吸收，缺乏政治要

求的独立性，是一种典型的处于停顿状态的“环节社会”。佐藤晴生在《关于魏特夫的“东洋社会的

理论”》⑦和《中国经济史上的灌溉》⑧等论文中，指出中国古代属于旱地农业，魏特夫的“水理论”
不能成立，主张中国专制主义的基础是孤立闭塞的共同体。此后，满铁调查部研究人员对于中国古

代农业技术进行了一系列考察，结果都是否定魏特夫的“水理论”。这方面的研究还有村上舍己的

《关于华北农业生产力发展史的若干考察》⑨、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农业中水的意义》瑏瑠等。另外，为

了考察中国古代的共同体，牧野巽等人还对汉代的家族形态进行了研究。瑏瑡 但是，他们的研究仅仅

限于家族形态方面，未能与生产关系联系起来，其讨论也没有得出重要的成果。瑏瑢

日本学界在研究中国社会的共同体的具体表现时，曾围绕里甲制的性质，以及其与自然村的关

系展开过争论。山田秀二主张“里”是由国家编成的行政村。瑏瑣 松本善海也认为里甲制是以 110 户

为单位进行编成的，是国家为了征税组织的，属于行政村。瑏瑤 但是，清水盛光在承认里甲制的行政

村性质的同时，又认为它与自然村也是统一的，是由一村或数村联合而成的，是以自然村为基础，为

了征税和维持治安以行政方法编成。瑏瑥

1937 年日本学界围绕中国统一化问题的争论也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密切相关。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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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发生后，矢内原忠雄发表了《中国问题的所在》①，指出在南京政府领导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取

得进展，近代统一国家正在形成，并正在摆脱半殖民地的状态，意在说明中国也在发展。但是，大上

末广、土井章、中西功、尾崎庄太郎、尾崎秀实等马克思主义学派历史学家，在对中国的统一化和经

济建设的评价上与矢内原忠雄的观点有所不同，出现了论争，并在论争中都涉及了“亚细亚社会停

滞论”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② 特别是大上末广、中西功等具有参加满铁调查部农村调查经

验的人，虽然对中国农村从动态的、发展的观点进行了一些分析，对于战后日本的中国农村研究影

响很大，但他们对中国农村的研究是从宏观角度进行的，通过农村土地所有的规模和土地经营，考

察阶级构成，并与中国革命运动相联系，所以他们对农村经济结构的具体状况依然分析不足。③

在战前日本，根据“共同体”理论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全面并且深入研究的当属清水盛光。④

清水在其巨著《中国社会研究》⑤中，认为中国政治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绝对专制主义，而绝对专制主

义的客观基础就是由于中国分散、孤立的村落共同体的存在，这种村落共同体构成了迪尔凯姆所说

的非近代的“环节社会”。近代西方社会是由于“环节社会”的解体、分工出现，产生了基于平等思

想的自由独立的个人，由此结成了近代市民社会。然而，在中国由于个人完全被村落共同体所吸

收，无法产生平等思想，不但没有出现市民阶层与社会，反而成了专制主义的社会基础。在清水看

来，中国的专制主义与西方前近代的社会性质是一样的，都属于“环节社会”。
清水根据当时所能掌握的文献资料，对中国村落进行详细研究，认为当时的村落内部已经出现

阶级分化，是由乡绅、士绅统治的社会，这是一种氏族共同体的残存形态即同族部落。这种村落社

会进一步分化、解体，便成为异姓杂居的地缘性村落，即使是作为村民共同事业的看青活动也就带

有了阶级性。但是，他又认为即使在阶级社会中，中国村落的独立性也是依然存在的。清水还主张

中国的共同体村落同时存在着两种自治，一种是由村落首长介入的政府对村落的统治，清水称其为

“他律的自治”; 另一种是作为前一种自治基础的，在村落内部自行产生的自治，清水称其为“自律

的自治”，后一种自治存在的依据就是村落共同体的性质。虽然由于阶级分化，村落的共同体性质

被逐渐破坏，但共同体的因素也对阶级分化产生了阻碍作用。
战前日本学界根据“共同体”理论对于中国的研究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争论，甚至也有人

批判魏特夫的“水理论”，但他们都把共同体当作东西方历史上共同存在的社会形态，把东方专制

主义归结为共同体依然存在结果，认为中国社会具有停滞性。这种想法在当时非常普遍，正如丸山

真男所说:“中国的停滞性是当时站在第一线的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们多多少少都共有的一种认

识。”⑥这种观念的理论来源之一就是西方中心主义，因为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及其理论是近代西

方学者首先提出的。正如中村哲所指出的，“专制主义的观念是近代欧洲在自我认识的过程中，作

为发展中的自由的欧洲市民社会的对立面而提出的一种恐怖政治的奴隶制 ( 孟德斯鸠《法的精

神》) 及其与之相伴随的停滞社会( 亚当·斯密《国富论》) ，它只是一种世界史的开端( 黑格尔《历

史哲学》序言) 。这种观念对于日本的中国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在战前的研究中，不论是

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的停滞性是不言自明的。‘专制’和‘停滞’可以说是同义语”。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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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强调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结果，就是出现了为日本对外侵略辩护的论调。谷川道雄就

指出:“按照这种想法，就导致这样一种理论，即如果没有日本的援助和领导，中国的近代化是困难

的。其结果就是要把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进行正当化。”①永井和也指出: “在战争期间，‘亚细亚

停滞论’的作用就是已经成为要使日本对亚洲侵略正当化的意识形态，在亚洲唯一成功进入近代

化、维持了独立的日本，要从欧美列强的统治下保护那些自己无法形成近代化国家的亚洲诸民族，

代替欧美而成为亚洲的盟主，具有领导和统治其他亚洲诸民族的权利。‘亚细亚停滞论’为这种

‘东亚新秩序论’以及‘大东亚共荣圈论’提供了历史学的依据。”②

但是，这种观点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还离不开近代日本社会的土壤。近代日本实行“脱亚入

欧”，学习西方，成为军事强国之后，便开展了对邻国的侵略。厌恶和蔑视亚洲其他国家的观念盛

行，这是接受和形成这种顽固的“中国社会停滞论”的社会历史原因。正像福泽谕吉那样，把近代

化仅仅看作是西洋化，而在亚洲推行近代化，就是要实现日本化。当推行日本化遇到了抵抗，福泽

就主张: 既然那些亚洲国家顽固不化，日本就应不惜以武力来促进其开化③，甚至说“不要对中国文

明寄予希望”了。④ 小谷汪之曾经深刻指出:“由于日本近代所走的道路，就规定了欧洲的近代价值

观把我们深深地像咒语一样束缚起来。”⑤欧洲中心观念的全盘接受与对外扩张、侵略亚洲的历史

选择相结合，就为中国和亚洲“停滞论”在日本的发展提供了充足条件，这一点在十五年侵略战争

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中国社会停滞论”与“大东亚共荣圈”

1937 年 7 月，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对此，当时既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又倡导国家主

义和全体主义的代表性学者秋泽修二是这样说的:“此次日华事变会给中国带来一个光明的结果。
也就是依靠皇军的武力将中国社会中那些被称为‘亚细亚的’停滞性政治支柱的军阀统治，从中国

广大的主要地区扫除掉。由此，可以最终克服中国社会那种特有的停滞性，与前进自立的日本合

作，开拓出获得到真正自立的道路，这就是东亚协同体。”⑥可以说，20 世纪 30 年代发动侵华战争

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们都持有这种“中国社会停滞论”的观点，他们把对中国的入侵称之为是来拯

救中国，把日本与西方列强在亚洲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说成是为了解放亚洲，狂妄宣称只有日本才是

亚洲的领导者，要以日本为首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九一八事变的主谋者之一石原莞尔在《满洲建国前夜的心境》中说道: 通过观察当时中国政

局，“我们对于中国人的政治能力不得不怀疑。汉民族虽然具有高度的文化，但建设近代国家大概

是不可能的。在满洲事变前我们就一直有这种怀疑。我们都强硬地主张当时解决满蒙问题的唯一

方策就是占领满蒙，由于汉民族自身不具有政治能力，所以要由日本来占领满蒙，这不但是日本存

立的需要也是中国人自身的幸福”。⑦ 1930 年 7 月石原曾对资源局事务官横山勇说:“中国不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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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拯救中国民族的天职是日本。”所以“要赌上国家的命运救济可怜的东洋各民族。为了拯救中

国，其根据地就是满蒙，在满蒙的共同敌人是军阀，日华满鲜四民族要共存共荣。日本进行统治并

有大企业，中国人劳动并有小企业，朝鲜人种水田，蒙古人从事畜牧业。要打破妨碍我们实现这种

天职的白人压迫，这就是日美战争”。① 1935 年 8 月，石原提出:“皇国现在的国策就是对外完成东

亚联盟，对内坚决进行革新，由此完成实现八纮一宇的天皇统治计划的准备。”②他认为中国社会发

展是停滞的，自身不能建立起近代国家，所以要由日本统治，建立天皇统治的“八纮一宇”的世界。
对于南京大屠杀负有直接责任的松井石根曾狂热主张结成“亚洲联盟”，理由是中国正在走向

“堕落”，并会牵连到日本，所以日本决不能袖手旁观。他把日本出兵中国说成是对中国进行挽救。
松井在《亚洲联盟论》中就说:“如果中国依然执迷不悟，继续拒绝日本的援助之手，中国就会被分

割或共管，成为国际纷争旋涡的第二个巴尔干，或者赤化为第二个苏联。”“虽然中国的没落是咎由

自取，但由此受到打击的是日本和亚洲全体，所以日本要坚持，对于中国的自掘坟墓和日益堕落深

渊决不能袖手旁观。”③日本陆军中的所谓“中国通”佐佐木到一也说:“东洋祸乱的根源在中国，其

原因主要是西力东渐和中国的积弱，积弱的中国企求利用西力却往往使得祸乱更大。然而，受害最

大的是我帝国和中国民众。必须如实告诉他们我们赌上国运而发动日俄战争的史实。”④把日本与

列强在中国的争夺说成是日本对中国负有责任，要中国只能服从日本，由日本独占。
1934 年 4 月 17 日，日本政府发表天羽声明，十分露骨地说:“日本对于中国的态度也许与其他外国

不一致，这是由日本在东亚的地位使命所决定的。”中国的统一和恢复秩序是日本所希望的，“但是，中国

的保全统一以及秩序的恢复，不外就是等待中国自身的自觉和努力，正像过去的历史所显示的那样，现在

也是一样，将来也不会发生变化”，所以日本应该有所行动。⑤ 战争期间日本精神动员中央联盟，就强调

日本国民必须要具有作为东亚领导者国民的自豪和自信。⑥ 亚洲国家停滞不前，需要日本出来拯救和

领导，这就是近代日本由中国和亚洲社会“停滞论”所演变出来的“侵略有理”谬论的强盗逻辑。
在战争期间把这种“中国社会停滞论”发展到高峰，并积极为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提供理

论依据的当属平野义太郎。平野生于 1897 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后即留校担任助教、副教

授。平野早期曾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学派社会科学团体“讲座派”的重要成员，著有《法律上的阶级

斗争》、《最近的殖民地政策与民族运动》等论文，并从事《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的编辑工作。
在“共同体”理论引入日本的过程中，平野翻译了魏特夫的多部著作，其研究观点也深受魏特夫的

影响。他首先认为构成亚细亚社会基础的是家族共同体的顽强存在，特别是中国南方大家族“同

居同财”的宗族制度。他主张这是分析和认识中国农村不可或缺的因素。其次，他提出治水和灌

溉事业与封闭、孤立的农村共同体有着密切关系，而由此形成的中国农业社会只是同一种社会形态

的反复再生，看不到其螺旋式地向前发展，特别是其工业的发展更是明显停滞。
1930 年 7 月 12 日，平野由于同情日本共产党而被起诉，同年被东京帝国大学免职。⑦ 在“讲座

派”被镇压的事件中平野又被起诉，转年以暂不起诉获释。此后，他便积极参加太平洋协会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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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原莞爾「横山資源局事務官に示せる石原私見」、小林龍夫、岛田俊彥編『現代史資料 7 満州事変』、みすず書房、1975
年、133 頁。

石原莞爾「無題」、岛田俊彥、稻葉正夫編『現代史資料 8 日中戦争 1』、みすず書房、1976 年、668 頁。
松井石根「亜細亜連盟論」、『外交時報』第 679 号、1933 年 3 月。
佐々木第九師団参謀長私見「満州建国と帝国の使命」、稻葉正夫他編『現代史資料 11 続·満州事変』、633 頁。
「天羽英二情報部長の非公式声明」、岛田俊彥、稻葉正夫編『現代史資料 8 日中戦争 1』、25 頁。
井上寿一『理想だらけの戦時下日本』、筑摩書房、2013 年、196 頁。
武藤秀太郎「平野義太郎の大アジア主義論 中国華北農村慣行調査と家族観の変容」、『アジア研究』49 巻 4 号、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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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太平洋协会是战前由鹤见佑辅创立的一个“国策”研究机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则全面为日本

的侵略战争服务。平野曾担任该会的计划广告部长，是主要干部之一，据说在当时太平洋协会的各

个委员会中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① 这时的平野已经由一位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者摇身一变而

成为支持日本发动战争的理论家。战争期间，平野还参加了著名的“北支农村惯行调查”( 当时日

本称华北为“北支”) 。依据对华北农村的调查资料，平野对中国农村的“共同体”性质有了进一步

认识。
“北支农村惯行调查”是战争期间不多见的带有一定学术色彩的大型调查。当日本占领中国

东北以及关内地区之后，为了制定殖民地政策曾组织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调查项目。例如，《满洲

旧惯调查》、《冀东农村实态调查》、《河北农村调查》、《北支农村概况调查》、《江苏省农村实态调

查》和《广东省农村实态调查报告》等。“北支农村惯行调查”是在 1940—1944 年间由满铁调查部

北支经济调查所( 主要成员有杉之原舜一、安藤镇正、内田智雄、旗田巍等人) 和东京帝国大学法学

部教授及有关学者( 主要有末广严太郎、平野义太郎、仁井田升、福岛正夫、戒能通孝、内田力臧、矶
田进、德田良治等人) 共同进行的调查。

这项调查与日本以往的调查有些不同，虽然日本政府要求为殖民统治服务，但调查的主持者却

带有一定的学术研究目的。他们当中许多人抱着确认中国农村共同体是否存在这个目的从事调

查，但实地调查的结果是，绝大多数人否定了在中国有共同体的存在。当时的东亚研究所在制定

“北支农村惯行调查”第一次预备调查项目中列出许多有关共同体习惯行为的项目，但经过调查却

不得不承认在华北没有这些习惯行为，并在制定第二次预备调查项目时取消了有关共同体的内

容。② 参加过“北支农村惯行调查”并专门承担村落社会结构专题的旗田巍回忆说: “战争期间在

中国各地农村所进行的实态调查，是一个对以前所议论的共同体理论进行验证的机会。当时我虽

然认为共同体理论有不足之处，但是依然想定在中国有共同体的存在，利用参加满铁农村实态调查

的机会来寻找共同体的实际状况。后来我否定了村落共同体的存在，但当初是预想其存在的。不

过，随着调查的进展，便放弃了当初的预想。”③这可以说是他们农村调查的最主要收获。
就战前日本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共同体”理论研究的总体而言，主要是在理论层次对共

同体问题进行解释和阐述，其实证性研究十分薄弱。在中国史研究者中所展开的争论，无论是肯定

还是否定共同体存在的观点，其实证性的努力都没有得出有说服力的结果。④ 虽然战争期间所进

行的农村实态调查获得了大量资料，但通过详细分析这些资料而对中国农村问题研究所得出的重

要成果都是在战后出现的。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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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日本政治の諸相———時代による展開と考察———』、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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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平和書房、1947 年) 、内田智雄『中国農村の家族と信仰』( 弘文堂、1948 年) 、村松祐次『中国経済の社会態制』( 東洋経

済新報社、1949 年) 、仁井田陞『中国の農村家族』(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1952 年) 、天野元之助『中国農業の諸問題』( 技報

堂、1952 年) 、今掘誠二『中国の社会構造』( 有斐閣、1953 年) 、内田智雄『中国農村の分家制度』( 岩波書店、1956 年) 、旗田巍『中

国村落と共同体』( 岩波書店、1973 年) 、石田浩『中国農村社会経済構造の研究』( 晃洋書房、1986 年) 、内山雅生『中国華北農村経

済研究序説』( 金沢大学経済学部、1990 年) 、柳沢和也『近代中国における農家経営と土地所有———1920—30 年代華北·華中地

域の構造と変動———』( 御茶の水書房、2000 年) 、祁建民『中国における社会結合と国家権力———近現代華北農村の政治社会構

造』( 御茶の水書房、2006 年) 、内山雅生『現代中国農村と「共同体」———転換期中国華北農村における社会構造と農民』( 御茶の

水書房、2003 年) 、内山雅生『日本の中国農村調査と伝統社会』( 御茶の水書房、2009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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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战前以平野为代表的一些人通过参加这项调查活动，反而更加坚持主张中国存在共同

体的观点。平野所关心的重点在于河北省顺义县沙井村( 现属北京市顺义区) 等村落的“会首”“村

公会”等，认为这就是共同体的表现。1941 年，平野发表了《会·会首·村长》①一文，认为由会首

们举行的聚会协商形式即村公会是自然村落的自治机关，这与政府制定的保甲、邻闾等行政组织不

同。村公会以村庙为中心，具有自己的财产。这种村公会在清代就存在，并不是由政府设立的，因

而是一种自然形成的生活共同形态，这就是构成中国社会的基础即共同体性质的组织。
同平野一起参加“北支农村惯行调查”的戒能通孝，虽然同样也是依据“北支农村惯行调查”的

资料，却对平野的观点提出异议，由此产生了著名的“平野—戒能”论争。戒能通孝在《中国土地法

习惯序论》②中，通过对日本和中国村落的比较，指出中国村落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没有像日本农村

中的村落租税承包家族，因而也没有以他们为核心的村落组织的团结协作，村民是作为一个个单独

的个体而存在的，中国村落中的村长以及会首并没有获得村民内在的支持，仅仅是个强力的统治者

而已。戒能还认为，在对中国农村调查时所使用的“自然村”一词并不恰当，因为日本学界使用的

“自然村”概念不仅仅是指人们的聚居，而且还意味着一个团体、一个组织，即一个内在统一的村

落，这在中国是没有的。
对于戒能的批评，平野又发表了《作为华北村落基本要素的宗族和村庙》③，虽然接受了戒能的

一些观点，承认日中村落间的差异，但是，他仍然强调中国村落中存在着很强的共同体性质的关系。
他说，中国村落是以村庙信仰为中心而进行活动的，村民们关于是非善恶等意识规范的根源来自于

对村庙主神的信仰意识。平野是想通过村民们的信仰和道德方面的共同意识行为来揭示村落共同

体关系的存在。④ 其后，平野还发表了《规范华北乡党社会生活的民族道德———以功过格为中

心》⑤，继续强调村落规范意识的同一性，以此证明共同体的存在。
平野为何对于中国农村共同体这样地“顽固坚持”呢? 这与他当时对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态度

有关。平野认为，世界各国本应该和睦相处、和谐共荣，但近代以来亚洲各国由于受到外来的侵略

与压迫产生分裂，为求得安定而出现战争，所以，亚洲各国应以日本为中心，团结一致，为了“东洋

的道义”而战，由此他便对日本发动的战争进行合理化论证。作为一名学者，平野要从理论和历史

上论证日本发动战争有其必要性。在《大亚细亚主义的历史基础》⑥一书中，平野指出，大亚细亚主

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东洋共通的客观社会基础之上，这种社会基础就是“乡土

共同体”，而村落自治、家族组织、宗族团体、看青会、乡党和同业公会，以及道教的宗教伦理观念等

就是其具体表现。他认为以家庭观念为基础的家族结合，使人们的生命、命运协同为一体，这就是

东洋的道义; 以亚细亚的农村共同体为基础，由家族制度构成社会的结合单位，这就是东洋社会的

本质; 保证和维持村落共同体和家族共同体，重视这种共同关系是亚洲社会与欧美社会的本质区别

所在，这也是日本对亚洲其他民族进行统治的根基。欧美社会自希腊、罗马时代开始就是一种个人

主义、自由竞争的社会，征服与统治、对立和抗争是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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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局，平野认为汪精卫政权继承了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日本合作，

符合东洋的道义; 而蒋介石政权却与美国合作，造成“东洋的祸乱”。对于如何巩固汪精卫政权，平

野从中国社会的特征出发提出村落建设的主张。他说中国社会的基础结构包括以下层次: 以家族

为单位的自然村落———以集市为中心的部落联合( 乡村) ———在农村的小都市，有商店，位于交通

要冲，是农村和县城联系的媒介( 镇) ———农村的行政、经济以及文化的中心，乡土社会的边界( 县

城) 。村落是乡土社会的基础单位，也是“大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重点。在乡村中由于共同体开始

解体，同族集团的村落向地缘集团转化，乡绅成为村落权力的核心。所以，日本的殖民地统治就是

要改造和利用乡绅，以此来实现“大亚细亚主义”。
近年就有日本学者批评说，这时平野的“亚细亚论”已经蜕变为“大东亚共荣圈论”。他支持日

本政府的侵略战争，要建立一个由日本领导的所谓亚洲新秩序，丝毫也不隐瞒对于亚洲其他民族的

歧视。① 这标志着日本对于战争期间意识形态研究的深入。
当时与平野展开争论的戒能通孝，否定中国农村中所谓共同体的存在，其深层意思是反对平野

那种反西洋、反近代的观点。② 戒能是肯定近代市民社会的，通过对中国村落土地私有权的考察，

他否定了平野的共同体理论。正如对“平野—戒能”争论做出精辟总结的旗田巍所指出的:“在二

者意见对立的背后，存在着对于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亚细亚社会和西洋社会的位置如何看待，以及

对于世界发展的瞻望、认识上的重大差异。”③

戒能通孝虽然批评了平野关于东亚社会性质的观点，认为中国农村没有所谓的“共同体”，只

有“个体”的存在，但他又指出这种个人主义性质的社会与日本和欧美社会仍然不同，依然难以发

展到近代社会。他的看法是，在华北农村内部没有形成由自发的共同意识所支撑的一般秩序，虽然

从外面看其土地所有权具有近代性，但其实质上缺乏近代性的本质。因为近代的国民秩序是在与

封建领主进行权力对抗的农村协同组织中产生的，而中国农村没有西欧和日本那样的作为自主的

公共权力机关的封建制和庄园制。其结果中国农村也没有形成由协同组织构成的村落秩序，也就

不会形成协同团体性质的国民秩序。戒能通孝的这种认识虽然否定了中国存在“共同体”的推测，

却又落入了“中国社会停滞论”的窠臼。有趣的是，这时的平野反而开始批判所谓的亚洲社会“停

滞论”，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要让亚洲永远处于西欧社会之下的偏见。④

在战争期间，日本的“共同体”理论与中国和亚洲社会“停滞论”发生了脱节，这一点值得注意。
野泽丰对战前日本亚洲认识中的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性曾有过深刻分析，他指出，在战前日本的亚

洲研究中有一种包括自己在内都落后于欧洲的潜意识，在克服这种意识的努力中，“有时要追求一

种普遍性( 世界性) ，有时又要追求一种特殊性( 土著性) 。在对于特殊性的摸索中，关于亚洲是落

后的固有看法和可变的看法都带有各自的特性。对于亚洲是侵略还是连带的这两种动机，也同对

于亚洲是固定不变还是可以变化的两种认识深刻关联”。⑤

日本学界在战争期间出现了这样一种奇妙的现象，一些原本主张“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观

点的学者转而支持发动战争，而那些崇信西方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则比较消极。平野在早期是属

于日本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他从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社会的论述中却引导出“大亚细亚主义”，

这可以说是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一个悲哀。但是，战后日本有学者主张这是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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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本身的问题，认为中国社会“停滞论”的理论根据来源于马克思的观点。例如，谷川道雄就认

为:“马克思所提倡的东洋专制主义理论，指出了在其国家的深层存在着缺乏社会发展契机的村落

共同体。另外，马克思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古典奴隶制、封建制、近代资本主义几个相继发展历

史阶段的最初阶段。由此，马克思的亚细亚社会论成了中国社会‘停滞论’的理论根据。”①

中村哲和竹内好也认为战前日本的中国观受到了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和唯物史观影响。
中村说道:“共同体学说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欧洲中心史观和近代主义的立场上，以前近代特

别是亚洲的前近代共同体作为普遍存在的这一先验论的看法为前提的。”②竹内则指出:“被输入到

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在日本人的对中国认识上，发挥着使这种蔑视感固定化的作用。为什么呢? 是

因为接受了以生产力这一单一的物质来简单地对待历史，形成了把价值量化的决定论。学者们把

中国如何落后于日本这件事进行‘科学的’证明，也就是将朴素的蔑视感确立为科学的蔑视感。这

种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观，客观地看是从理论的方面帮助了日本的侵略，这一点是不容否

定的。”③

不过，依笔者看来，近代日本的侵略战争，是由其所走的对外侵略道路所决定的，并不能记在马

克思主义的账上。马克思曾经对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侵略暴行进行过严厉批判，同情殖民地国家人

民的反抗，这些观点为什么没有被当时的那些日本学者引用、坚持呢? 出于自身的立场和价值判断

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任意的解释和推演，突破了学术探讨的范围，这才是“中国社会停滞论”在日

本产生并成为其对外侵略借口的根本原因。
最后，我们可以归纳出战前日本的中国观所具有的如下特点: 第一，战前日本的中国观离不开

国际学术发展的大背景，日本学者较早地引进和使用西方学者的观点进行中国研究，起到中西学术

桥梁的作用。当然，日本的这种中国认识也会把一些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加以接受甚至放大，并同

样以一种优越感来认识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自己首先沐浴欧风美雨，反过来就认为自己比亚洲

其他国家高出一等。第二，战前日本的中国认识虽然吸收了西方学者的观点，但这些观点在日本的

进一步发展却离不开日本国家政策和国际环境，特别是当时日中两国关系的影响。西方的“共同

体”理论，在日本却转化为“中国社会停滞论”，进而成了为侵略战争辩护的工具，就说明了这一点。
长期以来，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执着地“脱亚入欧”的日本，在中国认识的深层次里都存在着一种

根深蒂固的“停滞论”和“专制论”的观念。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已经给予“停滞论”以

沉重打击，那么其“专制论”的意识还深刻残存，从其所谓的“价值观”外交中不就可以看到这种顽

固观念的影子吗?

〔作者祁建民，山西省“百人计划”特聘专家( 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日本长崎县立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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